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中国民主促进会与人民政协和新中国的成立

民进诞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进程中。60多年前，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面临两种前途、两种命运的抉择。在上海的以马叙伦、王绍鏊等为代表的一批文化界和工商界知识分子，于1945年12月30日，在上海成立了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的中国民主促进会。民进成立后，积极拥护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主张，相继发表了《对于时局的宣言》等一系列重要文章，提出了立即结束一党专政，还政于民，立即停止内战，保障人民自由权利等政治主张，坚决站在人民的一面，带领成员积极投身反对独裁、争取民主，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的爱国民主运动，经受了严酷斗争的锤炼和考验。

1948年4月21日，人民解放军收复被国民党军队占领的延安，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将是1948年这场关系到中国命运的决战最终胜利者。4月23日，马叙伦从香港给毛泽东发去贺信，表达了民主促进会欣喜之情。

在这个重要的历史时刻，为了进一步孤立反动集团，团结一切人民革命力量以争取和迎接革命的最后胜利，中国共产党于1948年4月30日，在为纪念“五一”劳动节发布的口号里，向全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发出了“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联合政府”的号召。中共的“五一”号召一发表，民进立即表示坚决支持和热烈拥护。5月5日，民进领导人马叙伦、王绍鏊和民革、民盟、农工、致公、救国会、民促(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民联(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等党派团体领导人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以及无党派代表郭沫若等在香港联名致电毛泽东主席并转解放区全体同胞，表示积极响应，民进还单独发表了：《响应中共“五一”号召宣言》，指出：“正在中国反动派的‘国大’活剧演完之后，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五一’口号二十三条，把实现中国新民主国家的具体任务，完全无缺地呈现在中国人民面前”，本会“以十分的兴奋心，同意其号召，并望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社会贤达，起而响应”，“团结在这口号的周围，形成坚固的爱国民主统一战线，为反帝国主义，反封建主义，反官僚资本主义而奋斗。”民进的这一宣言，充分表现了它在经过两年多的实际斗争后更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愿望和决心。从此，民进在准备筹建新政治协商会议的活动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工作。

1948年7月31日，民进在港理事会议通过了《中国民主促进会拟提出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这一文件全面地、具体地提出了民进的各项政治主张。文件首先提出，民进认为政治协商会议的任务是：一、加强人民革命统一战线之团结与其力量；二、筹备各革命阶级民主联合政权之施政纲领；三、筹备召开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民主联合政府(并临时性的)。同时，民进提出了自己对于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政治纲领。这个纲领共分总则、人民权利、政治、军事、财政及经济、外交、教育、交通、社会等九部分。在总则中，民进提出民主联合政府总的政治指标是消灭国民党反动派政权，肃清封建残余，抵抗帝国主义奴役，铲除官僚资本，促进人民革命之彻底成功与各阶级联合政权之完满实现；联合政府的名称拟为“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其政权形式为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级共同执政之民主联合政权。并明确指出：“人民民主革命之彻底完成，必须无产阶级及其党之领导。”在其他各章中，民进也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它与后来一九四九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其精神基本上是一致。

1948年8月1日，毛泽东就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致电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王绍鏊等在香港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接到毛主席的电报，大家奔走相告，甚大鼓舞。议论新政协，拥护新政协成为当时在港民主党派政治生活的主题。大家估计解放军一打过长江，全国很快就会解放，新政协即将召开。

为了及早筹建新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从1948年秋天开始，在中共中央和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远在香港的各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置个人生死于不顾，为筹备新政协，共商建国大计，踏上了奔赴解放区的征途。在中国共产党的倡导和保护下，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等在中共香港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分别于1948年10月、12月先后到达东北解放区。1948年秋，周建人全家也从上海坐船到天津，再秘密辗转到达当时中共中央所在地河北省平山县李家庄，受到了解放区军民和中央领导的热烈欢迎和接待。

1948年11月下旬，中共中央代表和到达哈尔滨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商讨成立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组织。民进马叙伦参加了讨论。

1949年1月， 当毛泽东主席代表中共中央针对蒋介石的元旦求和声明，发表了《关于时局的声明》，揭露蒋介石求和的欺骗性和虚伪性，并根据广大人民的根本要求，提出八项条件作为和平谈判基础之后，1月22日，民进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坚决拥护和支持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八项条件。《宣言》揭露蒋介石的求和是“企图阻止革命力量的向前发展，挽救他将被灭亡的命运”，“相信全国人民也一致地支持这些条件，并要请中国共产党、人民解放军和全国人民、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民主人士一致联合起来，坚决、迅速，实现这全部条件”。这篇宣言还公开宣布：为了实现国内永久和平，它要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走彻底的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和反对官僚资本主义的革命道路，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我们必须彻底一致合作到最后的成功，决不使我们阵营里有一个反动分子可以立脚，和提出一个中间路线或是相象中间路线的口号和主张。”接着，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发表告本会同志书，提醒各地会员要警惕反动派拉拢民主人士的阴谋。指出：“在今日革命目标之下，言‘进行调解’者，即为反民主之行动；走‘中间路线’者，便是真和平之罪人”，“革命与反革命，民主与反民主之间，鸿沟画界，绝无调和之可能”。1949年2月，马叙伦与沙千里等六位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理事联名发表告上海同胞书，呼吁上海人民团结起来为全部实现八项和平条件努力奋斗。

平津战役胜利后，马叙伦等五十六人联名致电毛泽东和朱德，祝贺平津解放的伟大胜利。中共中央特派林伯渠同志到沈阳迎接在东北解放区的民主人士入关。林伯渠带了一封周恩来同志给马叙伦、许广平的亲笔信，信中说：“彝老、景宋两先生：得电逾月，尚未作复，不能以忙碌求恕，唯向往之心，则无时或已。兹乘林伯渠同志出关迎迓之便，特致歉忱，并祝康健。周恩来二月二十四日。”寥寥数语，充分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对民进领导人的亲切关怀和重视。

1949年2月28日，进入解放区的中国民主促进会在北平举行第一次正式会议，马叙伦、王绍鏊、周建人、许广平、严景耀、雷洁琼等6人出席会议。此前，进入解放区的民进总部发表了《为争取永久和平宣言》，热情地描述了他们所看到的一切：“我们只见中国共产党在替人民苦干，只见他们被人民拥护。解放区满眼都是新气象，我们充满了新中国的新希望。”

1949年4月，国民党拒绝在《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百万雄师胜利渡江，革命形势发展异常迅速。为了迎接全国解放，及早成立人民民主联合政府，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也加紧进行。

1949年5月中旬，毛泽东主席亲自邀请马叙伦商谈有关政协筹备、经济建设及外交、贸易等问题。5月28日晚，周恩来又邀请马叙伦座谈，讨论有关统一战线和民主党派前途问题。在这两次座谈中，马叙伦都提出了许多宝贵建议。6月上旬，马叙伦领导民进在北平的理事，认真讨论了《共同纲领（草案）》等，积极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

1949年6月15日，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向全国进军的胜利步伐，新政协筹备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隆重举行。经过多次讨论协商，马叙伦、王绍鏊、许广平、林汉达代表中国民主促进会，郑振铎、周建人、雷洁琼、葛志成分别代表文化界人士和上海人民团体联合会，参加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议。马叙伦并被推举为筹备会常务委员会常委委员。会议之后又分各个筹备小组，民进负责人参加了筹备会各小组的工作：马叙伦参加第一小组，拟定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之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王绍鏊、郑振铎、葛志成参加第二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组织法；周建人、许广平参加第三小组，起草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林汉达、雷洁琼参加第四小组，起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马叙伦、郑振铎参加第六小组，拟定国旗、国徽、国歌方案。

1949年6月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全体会议通过《关于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的规定》），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单位及其代表名额定为四十五个单位，代表总额510名，其中中国民主促进会名额为8人。

在新政协筹备期间，马叙伦作为中国民主促进会的代表担任常务委员，并任“拟定国旗、国歌及国徽方案”的第六小组组长。1949年7月10日，第六小组以新政协筹备会的名义发出了由周恩来签发的《征求国旗国徽图案及国歌辞谱启事》。启事在报纸上发表后，社会反映强烈。截至到8月24日，收到各种应征稿2000多件，其中国歌歌词350余件。关于国歌，马叙伦和沈雁冰（第六小组副组长）曾向筹备会报告，提出“经本组慎重研讨，认为国歌征集之稿，足以应选者尚少，必须再行有计划征集一次，将选取者制曲试演。向群众中广求反应后再行提请决定，非最近时期可以完成”。

1949年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毛泽东主席在开幕词中庄严指出：这次新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它具有代表全国人民的性质，它获得全国人民的信任和拥护。因此，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宣布自己执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职权”。民进参加会议的正式代表是马叙伦、许广平、周建人、王绍鏊、梅达君、徐伯昕、林汉达、雷洁琼，候补代表是严景耀。民进会员郑振铎作为全国文联代表，赵朴初作为宗教界民主人士代表，葛志成作为全国教育工作者候补代表，冯少山作为全国工商界候补代表参加了大会。叶圣陶当选为全国政协委员出席了全体会议。马叙伦被推举为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1949年9月22日，政协全体会议决定设立六个分组委员会，民进负责人王绍鏊、赵朴初参加政协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许广平参加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周建人参加政府组织法草案整理委员会，雷洁琼参加宣言起草委员会，马叙伦、郑振铎参加国旗、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马叙伦并担任召集人。原第六小组改为审查委员会，但名称中没有“国歌”字样，说明国歌问题当时难以审查制定。人民政协第一届全体会议已于1949年9月21日开幕，中华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中央人民政府即将成立，因而国歌未定是被关注的一个大问题。

1949年9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听取关于国旗、国徽、国歌、纪年国都问题的意见。座谈会上，马叙伦提议“我们政府就要成立，而国歌根据目前情况一下子是制做不出来的，是否我们可暂时用义勇军进行曲暂代国歌。"许多委员表示赞成，一部分委员提出需要修改歌词。周恩来表示就用原来的歌词，最后毛泽东拍板，歌词不改。与会者一致赞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协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都、纪年、国歌、国旗四个议案。国旗、国徽、国歌方案先后经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体会议通过并提交中央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并一直沿用至今。
1949年9月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胜利闭幕。会议制定了共同纲领，产生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民进参加政府工作的有：马叙伦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政务委员、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教育部部长；王绍鏊任财政部副部长；许广平任政务院副秘书长；周建人任出版总署副署长；徐伯昕任出版总署办公厅副主任；雷洁琼任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葛志成任教育部办公厅副主任；郑振铎任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陈巳生、谢仁冰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等。
1949年10月1日上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在北京召开，会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10月1日下午3时，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毛泽东主席宣读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公告，用洪亮的声音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接着，毛主席按动电钮，在国歌《义勇军进行曲》的雄壮旋律中，五星红旗冉冉升起，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此刻起光荣诞生。

1949年10月9日下午3时，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许广平发言说：“马叙伦委员请假不能来，他托我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应有国庆日，所以希望本会议决定把10月1日定为国庆日。”林伯渠委员也发言附议，要求讨论决定。毛泽东主席说：“我们应作一提议，向政府建议，由政府决定。”当天会议一致决议，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1949年12月2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的第四次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的决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在一九四九年十月九日的第一次会议中，通过《请政府明定十月一日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日，以代替十月十日的旧国庆日》的建议案，送请中央人民政府采择施行。”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认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的这个建议符合历史实际和代表人民意志，决定加以采纳。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兹宣告：“自一九五〇年起，即以每年的十月一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伟大日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日。”此后，1949年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庆典被称为“开国大典”，并以这一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日子。从此，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逐步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不断巩固和壮大，民进的任务和工作也随之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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